
汉初爵制结构的演变与官、民爵的形成

凌 文 超

内容提要: 汉初二十等爵制的公、卿、大夫、士分层大体上承续了秦军功爵制的分

层。秦汉之际因功拜爵和普遍赐爵的频繁导致大夫爵层与卿、士爵层间的界限日趋模

糊，并演化出二十等爵制高、低爵之新剖分。随着 “爵—秩体制”的发展，变动中的

高、低爵与相对稳定的以六百石为界标的上、下秩级相结合促使了官、民爵的形成。

官、民爵之分对汉晋官僚贵族化和吏民一体化有影响。

关键词: 二年律令 二十等爵制 爵—秩体制 官爵 民爵

二十等爵在公乘和五大夫处作为 “官爵”和 “民爵”的分界，这在学界已是通
识。① 然而，二十等爵之高、低爵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何在公乘和五大夫之间形成
官、民爵的分界?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尚未对这一演变过程加以深入探讨。② 张家
山汉简 《二年律令》中有许多与汉初爵、秩制度相关的内容，这为我们探索这一发
展演变过程，弥补研究缺环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本文将围绕这些材料，主要探讨汉初
爵制结构的变动与官、民爵形成的原因及过程。

一 秦汉爵制分层的承续与变动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的相关记载显示，汉初二十等爵制继承了秦军功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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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官、民爵是基于汉代爵制研究而形成的分类说法，此分类大致体现了汉代爵制结构的基本情况。参见
［清］ 钱大昭 《汉书辨疑》卷九 《百官公卿表上》 “爵”条，《丛书集成初编》第 162 册，北京，中华
书局，1985 年，第 125 页。〔日〕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译: 《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
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84—89 页。

西嶋定生认为，后汉初年王充 《论衡·谢短篇》 “赐民爵八级，何法?”显示出何以八级为限，其理由
并不明了。〔日〕西嶋定生: 《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 85 页。高敏、朱
绍侯先生指出了汉初高爵级别由公大夫不断上提至五大夫，并论述了汉代分赐民爵、吏爵的情况，然
囿于当时材料的欠缺，未能对官、民爵的形成过程详加论述。参见高敏 《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
变》，载 《秦汉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年，第 38—49 页; 朱绍侯: 《军功爵制考论》，北
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116—117、322—330 页。



受到周内爵称的影响①，分为侯、卿、大夫、士四个层次②，可证曹魏刘劭 《爵制》

所述大抵有其根据③。秦军功爵制与周爵制的本质不同，秦军功爵制以军功作为拜爵

的依据，打破了以宗法身份获爵的传统，是对先秦世卿世禄的革命。然而，周爵公卿

大夫士不仅未随着军功爵制的变革而消亡，还发展演变成与爵、秩系统对应的 “公

卿大夫士爵位系统”④。二十等爵制原本已有位阶安排，为何还要依 “层 ( 位) ”次

进行二次分等呢? 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虽然二十等爵制与周爵制没有直接的承续

关系，但是，长久施行、不断演化的周爵制之机能断不会因变革而消亡，更有可能的

是注入新制度的肌体继续发挥作用。以周爵制简易的分等作为隐性参照尺度，二十等

爵分为四爵层无疑将繁琐的位阶简化了。同理，随着秦汉分官设职的繁复和秩级的繁

密，公、卿、大夫、士的分等又与官职、禄秩结合而简化了职、秩的分等。这对排列

和管理官僚系统的爵、秩班位提供了便利。其二，秦汉之际战事频繁，因功拜爵的人

数众多，爵级划分为四爵层，在爵层之间设置限止，既有利于抑制一般士卒获取高

爵，又增加了因突破爵层限止而带来的权益和荣耀。然而，大量军功爵的拜赐又冲击

着二十等爵制的分层，致使各爵层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这在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

令》中也有诸多的体现 ( 详后) 。

二十等爵分层由来已久，秦代军功爵制就有层次的划分⑤，设置爵层提高了因

“上首功”逐级晋爵的难度。《商君书·境内》载: “能得爵 ［甲］ 首一者，赏爵一

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 ［级役］ 庶子一人，乃得人 ［入］ 兵官之吏。”⑥

《韩非子·定法》中有相似的说法: “商君之法曰: ‘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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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阎振益、钟夏校注: 《新书
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80 页; “公、卿、大夫者，何谓也? 内爵称也”，［清］ 陈立撰，

吴则虞点校: 《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6 页。

参见李均明 《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朱绍侯: 《西汉初年
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河南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5 期，收入
氏著 《军功爵制考论》，第 233—241 页; 邢义田: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读记》之五 《二十等爵
制》，《燕京学报》新 15 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收入氏著 《地不爱宝: 汉代的简牍》，

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76—192 页。
《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刘劭 《爵制》，《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631—3632 页。

杨振红先生认为 “公卿大夫士系统”是秦汉官僚体系的核心和基准，且二十等爵系统和禄秩系统都是
由这一系统衍生发展演变而来。杨振红: 《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中国古
代官僚政治社会结构研究之一》，《文史哲》2008 年第 5 期。

守屋美都雄根据 《商君书·境内》的记载，认为秦军功爵有士、大夫、卿三个层次。〔日〕守屋美都雄
著，钱杭、杨晓芬译: 《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9 页。而高敏
先生则认为，此时秦爵制似乎以上造、大夫、五大夫与大庶长为界限划为几个大等。高敏: 《秦的赐爵
制度试探》，载 《秦汉史论集》，第 21 页。

王时润曰: “爵”当依崇文本作 “甲”，“得人”当作 “得入”，蒋礼鸿案: “一除”当作 “级役”。蒋
礼鸿撰: 《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19 页。



十石之官; 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

也。”① 这条商鞅法令表明，秦代军功爵制规定，凭借 “斩首之功”能获取相应爵位

或官职②，然而，是否所有的 “斩一首”就能获爵一级，或者为五十石之官呢? 恐非

如此。《商君书·境内》还记载了晋升爵位的两类 “盈论”标准:

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 ［退］，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

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

五百主，短兵五十人; 二五百主，将之主，短兵百; 千石之令，短兵百人;

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 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 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 国

( 封) 尉，短兵千人; 将，短兵四千人。战及死吏 ［事］，而□ ［刭］ 短兵，能

一首则优。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谕 ［论］。③

率领士卒 “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当为 “百将屯长”赐爵一级的 “盈论”标准，指

挥军队 “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或 “野战斩首二千”当是 “将”的 “盈论”标

准。“盈论”必须同时满足相应 “官职”和 “军功”的要求，这无疑比 “斩一首”

获爵一级或为五十石之官的要求大大提高了。

那么，这些不同的拜爵标准所适应的对象分别是哪些人呢? 据 《商君书·境

内》载:

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

造，就为簪褭。就为不更。故爵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

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大夫; 故爵大夫，就为公大夫。就为公乘。就为五大夫。

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

邑六百家者受客 ［卿］。大将御参皆赐爵三级。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就为大庶

长。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④

这些文字存在错简和脱简的情况⑤，但从整体看来，该记载重点突出了爵 “大夫”与
“爵吏”、“赐虏”，爵 “五大夫”与 “赐税邑”的关系，秦军功爵据此大致可分为三

层: 大夫以下，大夫至五大夫，五大夫以上⑥。公士、上造、簪褭、不更当属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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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 《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399 页。

参见阎步克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第 75—
79 页。

蒋礼鸿认为: “不得”当为 “不退”; 俞樾曰: “封”字衍文; 孙诒让曰: “吏”当为 “事”; 王时润
曰: 崇文本作 “轻短兵”，孙诒让曰: “轻”当为 “刭”; 王时润曰: 崇文本 “谕”作 “论”。蒋礼鸿
撰: 《商君书锥指》，第 115—116 页。

孙诒让曰: “客”下疑当有 “卿”字。蒋礼鸿撰: 《商君书锥指》，第 117—118 页。

请参阅守屋美都雄 《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第 12—26 页。

守屋美都雄指出，由于当时秦本身还是诸侯，秦公的大臣们即便已可入卿大夫士之列，也不可能升至

与秦公同等地位的 “侯”一级。因此，从最初制定爵制开始，商鞅就没有考虑过设立 “列侯”的爵位。
《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第 27—28 页。



爵层，而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当属 “大夫”爵层，五大夫以上置 “卿”爵
层。“士”爵层当按 “斩一首者爵一级，或为五十石之官”累进官爵; “大夫”爵层
则必须达到相应的军职级别，再按 “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之类的 “盈论”标准赐
爵一级①; 晋爵五大夫以上亦有相应军职和 “盈论”标准的规定，当与 “将”按
“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或 “野战斩首二千”的 “盈论”标准赐爵有关②，一次赐
爵可能达到三级; 秦军功爵制针对不同的爵层制定了相应的晋爵标准。由此可见，秦
军功爵制各爵层之间的差距颇大，难以跨越。③

汉初二十等爵制大体上继承了秦军功爵制的分层，然而，爵层之间的界限已经模

糊。据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五大夫、大夫虽然仍是大夫爵层的上、下爵级④，

但是，它们所具有的分界作用已有所消退，其爵位所附丽的权益或上从于卿爵层，或

下靠于士爵层。五大夫作为大夫爵层的最高爵级，其权益等级理应居于大夫爵层之
首，并呈现临界爵级的状态，这在 《二年律令》中有所体现:

( 一) 赐棺享 ( 椁) 而欲受赍者，卿以上予棺钱级千、享 ( 椁) 级六百; 五
大夫以下棺钱级六百、享 ( 椁) 级三百; 毋爵者棺钱三百。 ( 《二年律令·赐
律》) ⑤

( 二)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 券 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

( 《二年律令·户律》)

( 三) 关内侯九十五顷， 大 庶 长 九 十 顷 ， 驷 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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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屋美都雄认为，通过 “斩一首爵一级”能获至第五级大夫。《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第 30 页; 杜
正胜则认为: 一级公士不必有军功，是秦王的恩赐; 二级上造、三级簪褭和四级不更全凭个人战功而
晋升; 然而，升至第四级，除非担任屯长或百将，而所率领的部队在一次战役中能获得三十三首，才

算满数，才可以晋爵。可见四级至五级之间是一大门槛，不是轻易可以跨过的。杜正胜: 《编户齐
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年，第 335—339 页。

守屋美都雄指出，位于第九级爵五大夫以上者，大致上是能够成为大将的。《汉旧仪》所载 “五大夫九
爵，赐爵九级为五大夫，以上次年德为官长将率”，也能适应于秦制。 《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第
33—34 页。

对于那些立有军功，却未达到 “盈论”标准者，该如何奖励其功劳呢? 按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捕
律》“其斩一人若爵过大夫及不当拜爵者，皆购之如律”，《爵律》“诸当赐受爵，而不当拜爵者，级予
万钱” (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 释文修订本)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29、62 页) ，可能是给予金钱之类的物质奖赏。
《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刘劭 《爵制》: “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朱绍侯先生根据张家
山汉简 《二年律令》的记载，认为刘劭之说可信。朱绍侯: 《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 〈二年
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第 236—237 页。李均明先生则根据名田宅的数量落差，认为仅五大夫
和公乘属 “大夫”类。并注意到五大夫在二十等爵制等级划分中的临界状态，容易上下浮动，或归入
官爵，或纳入编户民范围，当为民爵。李均明: 《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第 38—39 页。

释文录自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 释文修订本) ; 彭浩、

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

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

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褭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
( 伍) 、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 《二年律令·户律》)

( 四) 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

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

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

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褭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

公卒、士五 ( 伍) 、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 《二年律令·户律》)

在赐棺椁钱、居处、名田宅方面，五大夫领先以下诸爵，同时与卿级爵有相当大的差

距。但是，在 《二年律令》中还存在着以五大夫为起始的权益，即五大夫上从于卿

爵层以上的权益级别，如:

( 五) 吏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皆黥为城旦舂。( 《二年律令·贼律》)

( 六) 五大夫以上锦表，公乘以下缦表，皆帛里; 司寇以下布表、里。( 《二

年律令·赐律》)

大夫作为临界爵级大致也是如此。作为大夫爵层的最低爵级，大夫虽然起着防止

更多士级爵进入大夫爵层的作用，但是，大夫的某些职责却与士爵层一致。

( 七) 不更以下子年廿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及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

二岁，卿以上子及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岁，皆傅之。( 《二年律令·傅律》)

( 八) 大夫以上 【年】九十，不更九十一，簪褭九十二，上造九十三，公士

九十四，公卒、士五 ( 伍) 九十五以上者，稟鬻米月一石。 ( 《二年律令·傅

律》)

( 九) 大夫以上年七十，不更七十一，簪褭七十二，上造七十三，公士七十

四，公卒、士五 ( 伍) 七十五，皆受仗 ( 杖) 。( 《二年律令·傅律》)

( 十) 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褭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

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 《二年律令·傅律》)

( 十一) 其斩一人若爵过大夫及不当 ( 拜) 爵者，皆购之如律。( 《二年律

令·捕律》)

( 十二) 及 ( ? ) 爵，与死事者之爵等，各加其故爵一级，盈大夫者食之。

( 《二年律令·置后律》)

( 十三) 发传送，县官车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 ( 赀) 者，以訾 ( 赀) 共

出车牛; 及益，令其毋訾 ( 赀) 者与共出牛食、约、载具。 ( 《二年律令·徭

律》)

在傅籍方面，特别是在禀鬻米月一石、受杖、免老等权益上，大夫受到了大夫爵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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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优待。然而，在基层因功拜爵、死事赐爵方面，大夫为拜赐的最高爵级; 在出牛
车发传送方面，大夫与士爵层和无爵者的职责相同。

汉初二十等爵制的分层显然承续了秦军功爵制的分层，五大夫仍然是卿爵层与大

夫爵层之间的分界爵级，大夫仍然是大夫爵层与士爵层之间的分界爵级。但是，汉初
五大夫和大夫爵的权益呈现出上从下靠的状态，所具备的分界意义也随之消减，致使

大夫爵层与上、下爵层之间的界限渐趋消融，二十等爵制四分层的有效性也随之降
低，而在这一变动中又孕育了二十等爵制的新剖分。

二 汉初二十等爵制之新剖分

在大夫爵层与卿、士爵层界限日趋模糊的同时，二十等爵内部分化出来的新界限
却被不断拉大，高、低爵之分逐步形成①。大夫爵层之 “公大夫”在张家山汉简 《二
年律令》中呈现出明显的分界意义。在名田宅方面，公乘与公大夫的权益拉大，两
者竟相差 11 顷 /宅。在徭役方面，“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都需承担 “载
粟”的劳役; 公大夫以上，无需服 “补缮邑院，除道桥，穿波 ( 陂) 池，治沟渠，

堑奴苑”的徭役。
( 十四) 节 ( 即) 载粟，乃发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补缮邑院，

除道桥，穿波 ( 陂) 池，治沟渠，堑奴苑，自公大夫以下 ［上］， 勿以为
( 徭) 。( 《二年律令·徭律》)

在傅籍爵位方面，自公大夫以上，后代傅籍爵位有两种方式，所继承的爵位遵照

“嫡子—偏妻子—孽子”的次序，而公大夫以下没有这种规定。
( 十五) 不为后而傅者，关内侯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簪褭; 卿子二人为不

更，它子为上造; 五大夫子二人为簪褭，它子为上造; 公乘、公大夫子二人为上
造，它子为公士; 官大夫及大夫子为公士; 不更至上造子为公卒。当士 ( 仕)

为上造以上者，以适 ( 嫡) 子; 毋适 ( 嫡) 子，以扁 ( 偏) 妻子、孽子，皆先
以长者。( 《二年律令·傅律》)

从小爵傅籍年龄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公大夫的分界意义。小爵即 “小未傅者”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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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敏先生据 《商君书·境内》“其狱法: 高爵訾下爵级。高爵能 ［罢］，无给有爵人隶仆” ( 蒋礼鸿撰:
《商君书锥指》，第 120 页) 认为，秦此时已明确有高、低爵的界限划分，并推测 《境内篇》所排列的
第五级爵 “大夫”就是高、低爵划分的界限。 ( 高敏: 《秦的赐爵制度试探》，第 21 页) 笔者以为，
《商君书·境内》所载之 “高爵”与 “下爵”似乎是因爵层高低而形成的相对概念。“大夫”爵作为秦
军功爵士、大夫爵层之间的限止爵级，获取较难，相对于土爵层，其权益自然比较突出。据此，很难
认为此时就存在高、低爵之分。本文高、低爵则是指伴随着二十等爵制四爵层界限日益模糊而出现新
的界限划分。



位①，疾死和死事置后是产生小爵的两个重要来源。

( 十六) 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适 ( 嫡) 子，以孺子 子 、 良

人 子。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 侯 〈后〉子为公乘， 五 大 夫 后子为公大

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公大夫后子为大夫，官大夫后子为不更，大夫后子为簪

褭，不更后子为上造，簪褭后子为公士，其毋适 ( 嫡) 子，以下妻子、偏妻子。

( 《二年律令·置后律》)

( 十七) □□□□为县官有为也，以其故死若伤二旬中死，□□□皆为死事

者，令子男袭其爵。毋爵者，其后为公士。( 《二年律令·置后律》)

如果这些疾死和死事者的后代仍为小未傅者，那么他们所有的爵位就是小爵。对于小

爵的傅籍年龄，按 《二年律令·傅律》的规定，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 22 岁，小爵

大夫以上年 24 岁。首先来看死事者后代小爵的傅籍情况。按 《二年律令·置后律》

的规定: “死事者，令子男袭其爵”; “及 ( ?) 爵，与死事者之爵级，各加其故爵一

级，盈大夫者食之”。属士爵层者为公死事者受到了加爵一级的优待，那么其后子所

继承的爵位当是加爵一级之后的爵位。因而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应是死事者故爵为簪

褭至公士的后代，他们的傅籍年龄是 22 岁。死事者不更后子则因加爵一级进入了大

夫爵层而 24 岁傅籍，这也反映了士爵层与大夫爵层之间的严格限止当有所松动。再

看疾死者后代小爵的傅籍情况，卿爵层、大夫爵层和士爵层疾死者降两级置后，22

岁为不更至官大夫后代小爵的傅籍年龄，24 岁是公大夫以上后代小爵的傅籍年龄。

可见在疾死置后小爵的傅籍年龄上，公大夫是一个分界爵级。

秦汉之际，以公大夫作为分界爵级在史籍中亦多有记载。在刘邦施行过的楚爵制

中②，“七大夫”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曹参、夏侯婴和灌婴追随刘邦起事所赐爵之七

大夫最先被记载在史书中③。在汉高帝五年 ( 前 202 ) 五月颁布的诏书中，七大夫尤

为凸显。

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

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④ 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

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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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凌文超: 《汉晋赋役制度识小》之一 《小未傅》， 《简帛》第 6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第 475—477 页。

参见朱绍侯 《刘邦施行过楚爵制已有实证》，《南都学坛》1994 年第 2 期，收入氏著 《军功爵制考论》，

第 210—215 页。
《史记》卷五四 《曹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021 页; 卷九五 《夏侯婴列传》，第
2664 页; 卷九五 《灌婴列传》，第 2667 页。

此句读参见刘敏 《重释 “高帝五年诏”中的爵制问题》，《史学月刊》2005 年第 11 期。



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
此! 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

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
者，以重论之。①

从这个诏书来看，秦末汉初公大夫、七大夫为高爵， “令丞与亢礼”，甚至有食邑的
特权，楚爵七大夫可能与秦爵公大夫相当②。汉制的形成受到了秦制和楚制的影响③，

在同一诏书中，出现了楚爵 “七大夫”和秦爵 “公大夫”、“公乘”，汉初刘邦施行的
爵制当主要是杂糅秦爵制和楚爵制而成④。汉初实施的爵制仍有楚爵 “七大夫”，不
过七大夫和公大夫都只是爵号，爵号的差异并不代表其功能有所不同。汉初爵制给我
们最初的印象当然是爵号的变化，不过在爵号变更的表象之下，最本质的则是爵号所

具功能的承续或变革。无论秦爵还是楚爵，七大夫和公大夫一样，在秦汉之际都是作
为高爵的起始爵位。汉初二十等爵制以公大夫作为分界爵级继承了秦、楚七级爵所具
有的分界功能，而这一分界功能的形成当与秦汉之际因功拜爵频繁有关。值得注意的
是，在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中，公大夫虽然具有分界爵级的意义，但是，公大
夫作为分界爵级并不稳定，呈现出上从下靠的状态，在傅籍、某些徭役方面上从于高
爵，在名田宅、比秩以及某些劳役方面下靠低爵。可见高爵的起始爵位并没有固定
下来。

汉初二十等爵制四分层的变动和高、低爵剖分的演化不但与因功拜爵有关，而且
与汉初赐爵有密切联系。秦军功爵制打破了贵族垄断爵位的传统，使下层民众可以凭
借军功获爵。秦汉之际纷繁战事导致庞大冗杂军功爵群体的形成，民众普遍拥有低级
爵位，且不断扩张，导致即使严格按 “盈论”标准晋爵，原来军功爵制的分层限止
也无法容纳和激励不断膨胀的低级军功爵群体，低级爵层逐步向上侵蚀高级爵层。反
映在 《二年律令》中，就是爵层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如不更与大夫之间就不再难
以跨越。

楚汉战争结束后，亟需复员军人，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同时必须妥善安置功

臣。针对这一情况，汉高帝五年颁布诏书，对于一般民众和低级爵位拥有者，恢复故
爵田宅，赐予追随他的无罪军吏爵位，不满大夫者赐爵大夫，使得军吏全部突破士爵

层而进入大夫爵层，大夫以上赐爵一级，再依法行田宅。由于军吏普遍拥有大夫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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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一下 《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54—55 页。
《汉书》卷一下 《高帝纪下》师古曰: “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谓之七大夫。”第 55 页。

参见田余庆 《说张楚———关于 “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秦汉魏晋史探微》 ( 重订本) ，北京，中华
书局，2004 年，第 1—29 页; 卜宪群: 《秦制、楚制与汉制》，《中国史研究》 1995 年第 1 期，收入氏
著 《秦汉官僚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67—83 页。

参见朱绍侯 《〈奏谳书〉新郪信案例爵制释疑》，《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2 期，收入氏著 《军功爵制考
论》，第 228—232 页。



大夫爵沦为低级爵位①。为了进一步奖赏立功将士，又规定 “七大夫”有食邑的特
权，七大夫成为高爵的起始爵位。然而，七级爵在汉初也相对容易获取，如汉高帝二
年赐民爵②，五年又赐大夫以上爵一级，实则汉立国后只要故爵为大夫就都可获爵七

大夫而食邑。七大夫人数众多给落实爵位所附丽的权益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因而出现
了 “顾不得”有功劳行田宅的现象。而刘邦极尽优容功勋卓著者，并自认为 “吾于
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③。但是，汉初爵等的超常升迁，给二十等爵制四分层
的结构和功能带来极大的影响，依照故爵权益封赏难以施行，造成了 “今军吏计功，

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的局面④。为此，刘邦不得不提升高爵的起始爵位，在八年规
定 “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⑤，公乘成为高爵的起始爵位。至汉惠帝再次提升
高爵的起始等级，即 “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⑥，至此，高、

低爵的界限才开始稳定下来。⑦

高、低爵之新剖分当是汉帝国建立后，在治理官、民的过程中，利用大夫爵层业
已分化的事实，将那些因功拜爵和赐爵频繁而不断低落的 “大夫级爵” ( 五大夫除
外) 连同士级爵都归为低爵。这样既确保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便利，保证高爵官僚的
权益，又适应了由乱世转入治世，实施官、民分途治理的趋势。由于战事的缓和，较
少因功拜爵的机会，高、低爵者的构成相对稳定，致使低爵者不易察觉到实际行政运
作中自身地位待遇的下降，汉廷的政治意图也就容易实现了。虽然二十等爵制的四分
层仍然得以保留，但随着官与吏民之间身份和特权的差别不断扩大，由高、低爵发展
而来的官、民爵之分比公卿大夫士位的特色似乎更为彰显。

三 “爵—秩”体制的发展与官、民爵的形成

汉初高、低爵之分不仅只是爵制本身的变动，还与秩制的发展密切相关，高、低
爵的稳定并与上、下秩级相结合方有 “官爵”、“民爵”之区分。秦汉时期，随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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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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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对无罪、无爵以及不满大夫的军吏都赐爵为大夫，可能与秦汉之际大量军吏都拥有大夫爵，致
使大夫爵的限止作用业已消退有关。大量军功爵的拜赐，对于四爵层而言，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大夫爵
的限止作用。其实，大夫爵限止作用的消退在秦军功爵制设立后不久当已开始，《商君书·境内》云:
“小失 ［夫］ 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爵一等，其墓树级一树” ( 蒋礼鸿撰: 《商君书锥指》，第 120 页) ，

大夫爵统领以下爵及小夫等。伴随着军功爵的频繁拜授，加速了大夫爵限止作用的消退。
《汉书》卷一上 《高帝纪上》，第 33 页。
《汉书》卷一下 《高帝纪下》，第 78 页。
《汉书》卷一下 《高帝纪下》，第 61 页。
《汉书》卷一下 《高帝纪下》，第 65 页。
《汉书》卷二 《惠帝纪》，第 85 页。

参见朱绍侯 《军功爵制考论》，第 116—117 页; 卜宪群: 《秦汉赐爵与官僚制》， 《原学》 1996 年第 6

期，收入氏著 《秦汉官僚制度》，第 150—170 页。



爵的日趋分离，秩级逐步取代爵级成为官阶的基本尺度。① 在秩制的发展过程中，秩
六百石是官僚系统较为稳定的分界。秦代秩六百石就是一个分界爵级，如 《商君
书·境内》记载的 “令”在六百石以上。睡虎地秦简 《法律答问》载: “可 ( 何)

谓 ‘宦者显大夫?’宦及智 ( 知) 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② 《史记》

卷六 《秦始皇本纪》载: “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 秦人
六百石以上夺爵，迁; 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③ 秦汉之际，秩六百石仍是

上秩的起始级别， 《史记》卷九五 《郦商列传》专门记载了吏六百石以上的人数，
“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得丞相、守相、大将各一
人，小将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④; 叔孙通制定的朝仪规定: “皇帝辇出

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⑤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

也反映秩六百石具有分界意义:

( 十八) 二千石吏不起病者，赐衣襦、棺及官衣常 ( 裳) 。郡尉，赐衣、棺

及官常 ( 裳) 。千石至六百石吏死官者，居县赐棺及官衣。五百石以下至丞、尉
死官者，居县赐棺。( 《二年律令·赐律》)

( 十九) 二千石吏食 (  ) 、粲、穤 ( 糯) 各一盛，醯、酱各二升，介
( 芥) 一升。千石吏至六百石，食二盛，醯、酱各一升。五百石以下，食一盛，

酱半升。( 《二年律令·赐律》)

( 二十) 赐吏六百石以上以上尊，五百石以下以下尊，毋爵以和酒。( 《二年
律令·赐律》)

至汉景帝下诏: “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⑥，实则是以六百石作为官与吏的分界。⑦

为了稳定这一分界，后来汉成帝阳朔二年 ( 前 23 ) 除五百石秩⑧，从而进一步拉大了
官僚系统剖分的界限。

秦汉时期，官、爵疏离，但是，官、爵天然的共生关系并不会随着官、爵疏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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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分离。汉初由乱世转为治世，激励士气的军功爵转变为帝国管理官僚和吏民的赐
爵制，二十等爵系统逐步与发展中的帝国主要行政管理方式禄秩序列相糅合而形成

“爵秩之位”①，“爵—秩体制”成为管理官吏的秩序②。爵级与秩级虽然在官资意义
上没有对应关系③，但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两者仍有参照意义，如赏赐、传食时，

就将 “不为吏和宦皇帝者”等通过 “比秩”纳入秩级进行管理，比秩秩级的安排无
疑参照了爵级的高低，如在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中出现了 “以爵比秩”的
做法④:

( 二十一) 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

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
秩，簪褭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 《二年律令·赐律》)
( 二十二) 使非吏，食从者，卿以上比千石，五大夫以下到官大夫比五百石，

大夫以下比二百石; 吏皆以实从者食之。( 《二年律令·传食律》)

汉初爵之比秩关系与后来形成的五大夫与六百石对应相比较⑤，按 《二年律令·赐
律》之规定，五大夫高于六百石，而按 《二年律令·传食律》之规定，五大夫低于
六百石⑥。考虑到因事比秩的不同，以及频繁拜赐爵位导致爵位不断低落，秦汉之际
五大夫所比之秩级从整体来看应是呈下降趋势的。

秦汉之际因功拜爵和赐爵的频繁不但消融了爵层之间的界限，促使了高、低爵的
新剖分，而且推动了高爵的限止爵级的不断上移，由公大夫而公乘，而五大夫。帝国
管理者当然不会让高爵一味提升，于是统治者将爵级顺从于秩级，希望通过相对稳定

的秩级分界来确定高、低爵之分界。汉高帝十二年，刘邦就以 “燕吏民非有罪也，

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⑦，与秩级结合起来赐吏爵。同年五月，惠帝即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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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分官、民赐爵，并规定 “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

械者，皆颂系”①，至此，以六百石与五大夫作为官爵系统的界限，官、民爵之区分

开始形成。虽然二十等爵制四分层仍得以保留，并随着爵、秩制度的发展而形成公卿

大夫士爵位系统，但是，官、民爵愈发成为帝国管理官僚和吏民的重要手段，官、民

爵之间的界限越来越不可逾越。此后，民爵自第一级公士至第八级公乘赐予一般庶民

和下级官吏; 官爵第九级五大夫以上，秩六百石的官吏始得授予。这样既限止了一般

庶民和下级吏员涌入官僚系统，又方便帝国分开管理官僚与吏民。

高、低爵与上、下秩级相结合促使官、民爵的形成不但与秦汉之际 “爵—秩体

制”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与秦军功爵制的爵层限止精神一脉相承。从表面

上看，秦军功爵制依照爵级设置爵层，然而，爵层间 “盈论”晋爵的依据有二: 军

职和功劳。这无疑增加了士卒晋爵的难度， “斩首之功”不仅要能满足获爵的要求，

还要作为晋升军职的资本，只有达到两方面的要求方能进入上一爵层。同理，要获取
“官爵”，民爵所有者仅靠赐爵而来的爵级远远不够，关键的是，能否达到六百石的

秩级，这对于一般吏民而言，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还值得留意的是，赐爵划分为官、民爵反过来又冲击着自上而下作为一个整体的
“爵—秩体制”，并形成官僚贵族化和吏民一体化趋势。官、民爵形成之初，汉帝国

对于高级官僚按照秩次赐以固定高爵②，但总的说来，官爵上的爵位与秩次并不是必

然对应的③。随着赐官爵的频繁，秩次与官爵约略存在的对应关系在西汉后期也基本

上崩溃了，在史籍中再也找不到相关 “赐满”的记载了。此后，虽然官爵的实用性

整体衰落，但高级官爵自来富有浓厚的贵族色彩从未有丝毫的改变。特别是汉晋之际

存在一股提倡恢复周爵制的强大思潮，在政权嬗变中被曹氏和司马氏利用，参照汉魏

故事和时势将官爵改革为 “六等”和 “五等”④。魏晋爵制改革使得原与二十等爵紧

密结合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转而主要与官爵结合起来，过去从上而下的爵秩体制

因之主要在高爵官僚系统中发挥实际作用。至此，官僚们终于获得了 《周礼》爵制

上的显贵身份，这无疑促进了官僚的贵族化。

对于一般吏民则赐以爵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⑤。随着赐民

爵的频繁，民爵日趋轻滥，造成民众几乎皆可拥有公乘爵，如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

简户籍簿中，吏民普遍拥有公乘爵，且仅见公乘爵，民爵仅存的身份意义已丧失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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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而汉代二十等爵制四分层的保留和官、民爵之分的并存，造成民爵的构成复杂
化，部分原属于大夫爵层的大夫级爵 ( 五大夫除外) 、士级爵以及秩六百石以下的官
吏所有的爵位都是 “民爵”，其中许多原来为官吏身份的人随着官、民爵之分转而与
低爵乃至无爵秩者一样转变为 “民”的身份了，吏的身份日益低落。这反映在史籍
记载中就是 “吏民”含义从主要为 “官和民”逐渐向 “平民”演变，吏民身份日趋
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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